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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思想史的考察表明，无论将资本理解为资本货物，还是货币、信用等，一旦进入资本运动和

资本增殖过程，就无法掩盖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而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资本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在微观层

次上，资本在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具有更大的支配权力; 在整体资本的意义上，资本可以

利用这种支配权力强化国家强制力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方式，实现资本权力的自我强化，进而实现更大范围的支

配。要驾驭整体性的资本权力，必须在微观层面上设置“红绿灯”，使其在释放积极创新效用的同时，避免对社

会的整体腐蚀和破坏。

［关键词］资本 权力 数字技术 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提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正

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

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① 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新时代重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命题。理论上，已经实现

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 “兼容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对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作

出令人信服的全面诠释; 实践上，全面阐释资本野蛮生长的危害和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的意

义，才能真正界定“两个毫不动摇”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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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 23ZDA043 ) 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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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的本质是一种权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很少讨论资本的内涵问题。资本被泛化为以多种形式存在的个人的私有财

产。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包括所有生产消费品和服务的手段。包括工厂、仓储，

运输和分销设施，以及工具和机械”①。根据此类定义及其衍生涵义，资本所有者之所以可以获

得收入，是因资本可以带来当期或未来的有用性产品。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过

程中，资本家因使用自己的财产而获得收入，其他要素所有者也因自愿交易获得要素报酬。显

然，这是对资本的一种表象描述，并没有揭示资本的本质属性。

在经济思想史上，资本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动态演进

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资本最一般的形态，按照是否侧重于货币，对资本的理解形成了两

个分支。在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之前，经济学界和商业界对资本的理解基本都集中于货

币，在 13 世纪—17 世纪和更晚近的时间里，资本的货币含义一直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贸

易和记账背景下，资本就是预付货币或股份。从货币形式理解资本的看法之所以长期流行，与复

式簿记法的兴起有直接关系②。此后，资本的货币含义开始淡化，因为资本的表现形式无可避免

地扩大到了物质生产性资料 ( 马克思所讲的 “不变资本”) 以及劳动力 ( 马克思所讲的 “可变

资本”) 等所有的“生产性资源”。由于斯密将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改进视同工具一样的固定资

本，后世学者甚至将人力资本的起源追溯到斯密。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追随者甚众，比如纳

索·威廉·西尼尔 ( Nassau William Senior)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John Stuart Mill) 以及欧

根·冯·庞巴维克 ( Eugen von Böhm-Bawerk) 等，他们对资本的关注都聚焦在 “生产更多物品

的物品”这一表象上。

关于资本的任何一种定义都不能否认，资本的概念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在经济学

家纠缠于资本表现形式的同时，资本的本质被完全忽视了。杰弗里·M. 霍奇逊 ( Geoffrey

M. Hodgson) 在考察资本主义本质时就坚持认为，需要考察的是 “资本主义”的 “资本”，考察

的时间起点只能是 18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的爆发性增长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疏漏之处，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资本的历史特性。例如，李嘉图就试图强调，资本是一个存

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超社会、超历史的自然范畴，为此，李嘉图甚至把原始人使用的石块和

木棍都说成资本。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

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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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A. Wunder，“The Commodification of Social Ｒelationships: What Is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 49，

No. 2，2015.

参见邱海平、孟捷、周建波等: 《经济思想史视阈下的资本》，《经济思想史学刊》2022 年第 2 期。

参见〔英〕杰弗里·M. 霍奇逊: 《资本主义的本质: 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2019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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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 “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

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① 黑人就是黑

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奴隶。同样，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

成为资本。

既然资本不直接等于物，而是以物为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那么任何形态的资本，其运动过

程就应该在特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经济主体的社会连接意义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考察。

易言之，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经济制度结构不仅支配着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选择，也支配着劳

动者或其他生产要素以及广义的财货及其所有者的行为选择。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其

行为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表现。“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

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

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②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角度解释资本的本质，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形成

了巨大的反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是，产出是生产要素的结果，在私有权的情况下，

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拥有者因此而获得报酬。但是托斯丹·邦德·凡勃伦 ( Thorstein

B. Veblen) 也对这种主流观点表达了不满，他指出，产出依赖于 “知识的结合，而这些知识

又源自历史经验”，这些知识本身是不可能被个人拥有的产品，它与整个工业共同体的活动

有关。他将这些累积的知识称为 “非实质性工业的有利结果”，是共同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

的非实质性剩余 ( immaterial residue ) ，而且 “它们一旦离开共同体生活就不存在，而且普遍

只有在那些共同体持久保持的地方才能够得到传播”③。凡勃伦晦涩的表述表明，孤立的要素

不可能有产出，只有在社会结构或者他所说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全面地理解产出，将资本视

为孤立的物是错误的。

所有制关系必然会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法权表现形式，即所有权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相互适应构成了资本组织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交换和获得剩余的基本制度结构。因此，在理

解资本及其现实运动的时候，引入法律、国家的暴力垄断等权力因素是必然的。蒂莫西·旺德

( Timothy A. Wunder) 指出，资本并不意味着拥有财产，而是权力定义的社会关系④。如果没有

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资本所有权就无法获得收入。霍奇逊对资本的定义之所以强调可抵押性，

就是因为可抵押性是以法律与国家政治权威为基础的，这是引出其法律资本主义理论的前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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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20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69 页。

〔英〕杰弗里·M. 霍奇逊: 《制度经济学的演化: 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杨虎涛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24 页。

Timothy A. Wunder，“The Commodification of Social Ｒelationships: What Is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 49，

No. 2，2015.

参见杨虎涛: 《法律制度主义: 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本质观?》，《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 年第 4 期。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年第 5 期

在霍奇逊的分析中，可抵押性使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产生了一种自我裂变式的发展，使财产权利

互相关联，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其他所有特征———从市场交换到财产权利，从企业组织到雇佣关

系，乃至于金融发展，这一切都依赖于资本主义的法律框架。

资本的法权表现形式是比资本的所有制关系更为表象但是也更为彰显的形式，在这种表现形

式上，资本的权力也就自然地更为彰显。比如，资本是最具流动性的要素，从而在与其他要素
“组合”时也是最具主动性的要素。从资本的可抵押性考察，资本和劳动力的区别就在于，资本

家的资产可以抵押，但劳动力不可抵押。这给了我们一个理解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的直接视角:

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之所以不可避免，当然不是资本收益率和劳动收入增长率的表面关

系，而是源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权力的内在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支配关系 ( 与之对应的是依

赖关系) ，这种支配关系是全方位的: 作为天生的平等派，要求等量回报的资本天然地需要通过

各种形态和多种途径参与经济活动，但是劳动力不论在不同企业、部门如何流动，都必须和这些

资本结成雇佣劳动关系; 由于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主体上的可分性，资本具有多种剩余索取的权力

途径; 为了促使资本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现代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有限责任制; 为了

更快地驱动资本集中，各种制度、法律和市场被创造出来，以使资本可以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和

更大的规模上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不可否认的是，微观层次上资本的这种超常权力，也使资本

成为驱动经济增长作用最显著、最具活力的要素。为此，资本的权力属性也常常被深深掩藏在
“风险”“节欲”等所谓成本的面纱下。这种在微观、具体经济活动中无所不在的权力，使作为

一个整体的资本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变迁过程中取得了一种不仅可以支配和影响社会经济生

活，还可以影响和渗透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权力。这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

上的整体性和阶级性的资本的权力。

整体性和阶级性的资本的权力主导并影响着政治秩序、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变迁。在历史

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里，经济活动创造、实现和分配的财富影响着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形成及其关

系，这种政治秩序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活动。在这里，社会结构表现为社会整体运动的媒介和传

导机制，其中经济活动是决定性的因素。作为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行为主体，社会参与者的初

始分布，也即某一时点上的社会结构，就意味着社会成员接触经济和政治资源，获取经济权利和

政治权利的机会、能力乃至于意愿。藉由经济活动的分配效应，社会结构就会进一步产生变化，

无论相较于初始分布是分化还是固化，这进而又会影响社会成员获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意

愿、能力和机会以及结果。在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变迁过程中，围绕着经济利益、经济资源和

政治权利的分布，社会行动者的相对地位和群体数量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

强大支配权力，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型构，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如何把

握、控制作为整体的资本权力。例如，庄园种植经济对应的社会结构就是大农业资本家与农民，

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力仍然是大农业资本家把持，这种政治秩序对应的经济活动就仍然是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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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经济①。这种特殊资本集团控制政治秩序进而控制经济剩余分配的逻辑，不仅体现在菲律

宾、阿根廷这种大土地所有者支配的发展中国家，也体现在财阀主宰的日韩、华尔街支配选举的

北美。国家政权即公共权力一旦被代表特殊资本集团的执政者所掌握，就必然沦为其牟取特殊利

益的工具，由此使公权力具有了阶级性。正因如此，经济基础中拥有经济权力的权势集团必然争

夺公权力，为自身牟取利益。

总之，资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支配，通过每一个工作岗位、每一个消费品、每一个广告推送

等，都可以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娱乐时间、个人信息、社交关系，并通过这些因素重塑社

会成员的偏好，甚至在违背对方利益的前提下 “重塑欲望和偏好”。作为权力的资本，在社会结

构和政治秩序上具有支配性的统治力。要驾驭整体性的资本权力，必须在微观层面上设置 “红

绿灯”，使其在释放积极创新效用的同时，避免对社会的整体腐蚀和破坏。

二、数字经济时代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以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认识为前提的。改革开

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如何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问题，政治经济学始终在积极探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了我们对资本的作用、特性和功能的认识在不断深

化和发展。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 “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

对资本的把握和驾驭，最直接的切入点当然是针对其运行规律和法权形式加以规范。2022 年年

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学术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如何界定有序和无序。

设置“红绿灯”的目的是让资本在规则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加强源头治理和行业监管，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规制，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

监管，这些措施本身是经济治理制度化、法治化的体现。因此，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 “红绿

灯”的设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红灯”为了规范，“绿灯”是为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

的积极作用。

如何界定资本扩张的有序和无序，理论上不能仅从 “序”的字面含义去理解，而在于如何

把握“有”和“无”。有序和无序，不足以描述资本运动的表象，其背后的含义应该是关于资本

权力及其体系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现实中的资本可以采取多种形态，除

了有形的资本货物之外，还可以表现为债权、股权、投资基金等形态，多种形态之间的切换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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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是所谓快亚洲和慢亚洲的对比，参见房宁等: 《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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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具有了其他生产要素不具备的强劲活力和极高的流动性。资本的有序或无序扩张，不在于资本

在形态上或要素层面上的变化，而在于资本所有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法制规范下的实

际运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本质，整体上的要求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包含的法治基础、经济伦理等方面的一次全方位自查，从而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提高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效能。特别是在当下数字经济兴起的新发展阶段，认识资本特性

和行为规律，设置资本扩张的红绿灯，以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就更具有紧迫

性、必要性。

当前，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暗潮涌动的情况下，围绕着数字技术的竞争日趋

白热化，这种竞争不仅对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稳定安全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作为

数字经济大国，如何引导数字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而数字技术迭代较快，在金融资本

推动下，具有很强的波动性，不仅对经济稳定，而且对社会稳定的冲击都需要有前瞻性的应对

机制。

按照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革命浪潮阶段理论，一种技术 －经济范式的完全展开将遵循一

个不变的序列: 技术革命爆发，进入动荡导入期，金融泡沫崩溃结束导入期; 开始以监管金

融为特点并为拓展期创造条件的制度重组期，继而进入健康、持续和普遍的增长期，持续到

成熟直至衰竭期。导入期的金融资本主导以及资本非理性地投资于新技术，必然造成过度投

资和金融泡沫，并最终引发一场金融危机。新熊彼特学派一直认为，虽然金融危机有强烈的

破坏性，但它奠定了新技术 －经济范式所必需的新基础设施，因此金融危机在每一次技术浪

潮的初期阶段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发挥着桑巴特和熊彼特意义上的 “创造性破坏飓风”

( 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的作用。但由于数字技术迭代的短周期特征，这种波动更为频繁

和无规律，且随着经济生活的普遍金融化，这种炒作概念、诱导投机的金融活动不仅难以留

下 “新技术 －经济范式所必需的新基础设施”，而且会对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构成一种分流和抑

制: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参股金融机构、并购或管理层收购等活动实现盈利; 另一方面，

金融化的非金融行业公司也必须在金融市场上持有相当规模的投机头寸，保持流动性以应对

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额外的流动性需求客观上减少了企业可以投入新技术、新设备和

研发的自有资金①。

作为一种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具有很强的创造效应，也

具有很强的破坏效应。尤其是在数字技术渗透、改造原有经济形态的过程中，会对传统经济形态

下的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带来较强的冲击。以美国为例，作为一种脑力劳动的替代和自动化的升

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已经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出现了极化现

象。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就业结构和不同行业的技能溢价的考察表明，这种极化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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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虎涛: 《社会 －政治范式与技术 －经济范式的耦合分析———兼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 －政治范式》，《经济纵

横》2020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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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人际互动的高技能工作与不可化约为机器操作的低技能工作两者的就业

份额上升，与此同时，常规性体力、脑力劳动日益减少; 而高低技能行业之间的技能溢价也在长

期内保持着较高的比值。常规性体力、脑力劳动的日益减少，体现了资本对此类工作的 “成功

去技能化”①，随着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过去因为无法实现对高度依赖于认

知、互动和创造的高技能工作的去技能化，资本对此类劳动不得不妥协，这样的脑力劳动，如

程序设计等，也正面临着被替代和去技能化的风险。这种极化现象在美国的产生，固然与美国

经济的自由化、金融化密切相关，但也与数字技术本身的属性有关。因为数字技术是一种技能

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它必然会替代常规的操作性劳动使劳动者之间形成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极化

现象。

与此同时，在数字平台成为生产组织的主导形式之后，平台资本家可以通过广泛连接生产

商、供应商、劳动者等多类型经济主体，在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条件下配置资源，驱动劳动。

这固然提供了灵活性和便利性，但也使得劳动者的工作更具不稳定性，缺乏必要的劳动时间、安

全等保障机制。不仅如此，由于数字经济存在典型的数据竞赛特征，率先垄断数据、突破数据最

低有效规模的企业，边际成本将迅速下降甚至趋于零，易于形成市场垄断; 使数字经济领域不可

避免地出现“创新成功之后抑制后续创新”的现象。数据表明，2008 年以来，与美国科研投入、

研究人员数量和专利数量不断上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速的不

断下降，这种被美国学界称为 “低垂的果实”的现象，并不全然是科技创新的必然规律，也是

在自由化和金融化加持下，数字技术具有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正反馈效应被放大的结果。在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同样要警惕数字技术本身的这类破坏性效应。如何通过适宜的制度

供给，在激励数字技术领域创新活力的同时，使数字经济红利得到更大范围的共享，是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三、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把握资本的特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指出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提出之际，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节点时期，其全面推进和实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时代大背景相伴随，在内容、目标和途径上，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高度契合。如何回应新时代

发展道路上的新挑战，是高质量发展必须面临的长期课题。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培育、发展和持续，是经济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的 “创造性破

坏”和 “破坏性创造”并存的过程，它既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也需要各种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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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虎涛、冯鹏程: 《去技能化理论被证伪了吗? ———基于就业极化与技能溢价的考察》，《当代经济研究》2020 年

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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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双重支持。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激励、引导资本朝向具有长期技术外溢性、有

助于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方向去发展。资本脱实向虚、通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

壁垒牟取垄断租金的社会，资本强化食利者阶层的社会，是无法孕育和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

的。因为资本的动机只取决于利润预期，如果存在更高的投机利润，生产性资本也会脱离对生

产性活动的再投资。威廉·拉让尼克 ( William Lazonick) 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国的新旧经济模

式的关键分野，就在于新自由主义之后经济活动主要受金融资本而非生产资本支配。而泰勒·

考恩 ( Tyler Cowen) 也指出，美国社会的创新经常是为经济和政治特权集团服务，利益集团通

过游说活动从政府获取大量资源，寻求知识产权法规的过分保护，其产品的价值来自其排他性

或者身份属性，创新更多是针对 “再分配”类型的产品，而不是面向有 “实用价值”的产

品①。卢荻也认为，历史上资本主义 “黄金时代模式”的基础，主要是社会 －政治上的社会民

主主义导向; 但在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民主主义基本上被排除在经

济领域之外，不仅不能系统地渗透进企业的决策和管理，甚至不能有效地决定、控制、监管政

府的经济职能，而这种系统化的排除民主主义的安排，正是黄金时代最终难以为继的最根本

原因②。

在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也在发生

深刻的变化，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引导社会大量闲置资本脱虚向

实、朝向更具有长期增长前景的创新领域投资和积累，增长动力切换、供给侧改革就会面临极

大困难。对于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而言，需要的是长期、艰难的 “资本换

道”，对于已经形成 “快钱”积累模式的资本而言，则会通过作为权力的资本和作为资本的权

力，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上抗拒这种 “换道”，并试图在传统的低成本、外向型、投资型等

积累模式中继续深耕。然而，从约束条件的变化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看，这种积累模

式必须被打破。

在现阶段，依靠低成本嵌入国际大循环的积累模式不仅无法继续提供发展动力，而且过度依

赖外部循环还带来了其他的风险，比如加剧经济波动性，形成对内需的挤压效应等。近年来，发

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了其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缓慢，进而导致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失速，同时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围剿，制约了中国获取芯片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从制度 －技术双重

因素变化趋势考察，在较长一段时间里， “慢球化” ( slowbalisation) ③ 仍将延续，制度的 “去

能”必然收缩全球价值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 以下简称 GDP) 的外贸依存度从 2007 年达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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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美〕布拉德福德·德龙: 《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比较》2014 年第 1 期。

参见卢荻: 《中国经济有趋同“黄金时代”的可能吗?》，https: / /www. guancha. cn / ludi /2014_ 11_ 26_ 301605. shtml。

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的经济学人杂志 ( The Economist) 在 2020 年 5 月的杂志封面文章中提出，原文题为《再见，全球

化》 ( “Goodbye Globalis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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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66. 2%之后①，已经长期处于下降通道内。

与此同时，从投资驱动来看，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在 2009 年之后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在
2010 年—2011 年达到 46. 6%以上，资本形成总额对于 GDP的贡献率在 2009 年曾经高达 85. 3%，

2010 年和 2011 年也达到了 63. 4%和 41. 1%，2013 年达到了 53. 1%②。但这种投资在结构上主

要表现为 2008 年以后以房地产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财政投资。但这两

类投资都存在不可持续的特征。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

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 96% ; 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 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

房资产 187. 8 万元。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 59. 1%。和美国相比，中国居民家庭

住房资产比重偏高，高于美国居民家庭 28. 5 个百分点，居民负债 76%来自房贷③。家庭债务

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经持续多年，高房价造成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房贷负担已经严重挤占其

他消费，同时也成为年轻家庭不敢生二胎的重要原因，在中长期形成对劳动力供应的严重

束缚。

第二，从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驱动绩效看，这种领域的投资驱动在投资回报率上也难以持

续。相关研究表明，2008 年—2020 年的增量投资资本产出比率 ( 以下缩写为 ICOＲ) 的指标
( 以总投资占 GDP的百分比和 GDP年增长率的比率) 看，ICOＲ逐步趋于高位④。据定义，ICOＲ

越高，单位 GDP增加量所需固定资本越多，即投资效益越低。这同样意味着，投资驱动型增长

不再是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行机制。

第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全球债务数据库的数据，2020 年，全球债务上升了
28 个百分点，已达到全球 GDP的 256%。其中，政府债务增量占到了全球债务增量的一半有余，

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跃升至创纪录的 99%，公共债务占全球债务总额的近 40%，这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占比。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长尤其显著，其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70%左右上升至 2020 年的 124%，虽然公共债务增长迅速，但各国的债务状

况存在显著差异。在 2020 年激增的 28 万亿美元债务中，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占到了 90%以上。

2020 年，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 GDP的比例上升了 19 个百分点，与 2008 年和 2009 年全球金融

危机期间两年的增幅相当。而仅中国一国就占到了全球债务激增量的 26%。新兴市场 ( 不包括

中国) 和低收入国家只占全球债务增长的一小部分，二者分别约为 1 万亿至 1. 2 万亿美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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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江小涓、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 年

第 7 期。

参见高柏: 《休生养息与强筋健骨———卡莱斯基宏观经济学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文化纵横》2018 年第 6 期。

参见《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金融》2020 年第 9 期。

Saad Ahmed Javed et al.，“The‘Dual Circulation’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 Background and Insights”，https: / /

www. researchgate. net /publication /35215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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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公共债务的增加①。

因此，从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动力看，中国的 GDP 总量以及占世界 GDP 的百分比有所上

升，但增长率在下降，投资总量规模在上升，但边际资本产出比在下降，与此同时，政府债

务占 GDP 比值和进出口占 GDP 比值呈现一升一降的发展态势。这意味着，一方面出口拉动

乏力，另一方面债务驱动的投资难以持续，因此，中国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寻求新的发展

动力。

四、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资本无序扩张”在一段时间往往被市场解读为曾经疯狂扩张的互联网企业的代名词 ( 这并

不是说，其他行业和领域就不存在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 ，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广

泛连接的特征，对商业模式、产业特征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重构业态、创新产品等方面有着极

为迅速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一些制度监管上的滞后。一些

新兴的数字技术产品、新型的商业组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也带来

了监管上的挑战。例如，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其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点使其迅速成

为投资者和交易者的热土，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洗钱、非法集资等。区块链技术在供应

链管理、数据共享等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但如何确保数据安全、防止信息滥用等问题同样

亟待解决。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更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金

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评估风险，帮助决策，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便捷性。然而，这种结合

也加速了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由于衍生品的杠杆效应

和高风险性，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此外，一

些中介性平台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排挤竞争对手，榨取消费者剩余，出现了 “二选一”等乱

象，一些内容型平台对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实施有效监管，出现了内容导向不良、虚假

信息传播等问题。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监管政

策和法律机制来有效管理这些新兴行业。但从规范市场的角度而言，当然有必要对这种乱象进

行监管。

在对数字经济乱象进行有效监管的同时，也要为其设置 “绿灯”，引导其朝向更健康的方向

发展。从现实发展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中国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基础层弱、应用层强、生活服务业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

业弱的结构性失衡。从技术分布上看，核心技术缺乏、重应用轻基础的特征明显。以人工智能
( 以下简称 AI) 为例，科技部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20》指出，当前 AI 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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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itor Gaspar，Paulo Medas and Ｒoberto Perrelli，“Global Debt Ｒeaches A Ｒecord MYM226”，https: / /www. imf. org / zh /News /

Articles /2021 /12 /15 /blog － global － debt － reaches － a － record － 226 － tr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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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层呈现中美竞争格局，中国在应用层专利领先，但在 AI 基础技术及工具的研发方面，中国仍

然相对落后，AI基础技术的核心力量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从产业分布上看，2020 年，中国服务

业、工业、农业中的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40. 7%、21. 0%和 8. 9%①。工业和农业

数字经济占比明显低于服务业。中国数字经济巨头如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其主营业务主要

集中于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即消费互联网。相比之下，北美 15 大互联网公司中，消费

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企业数量基本相当，呈现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 而在制造领域，无论是芯

片、存储器等数字产业化部门，还是先进数字制造技术在制造业中的使用，如协同机器人、工业

互联网等，中国也都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根据有关数据，2020 年中国公有云 ( Public

Cloud) 市场规模为 194 亿美元，仅占全球的 6. 5%，中国在线软件 ( Software-as-a-Service，简称
SaaS) 市场规模仅占全球的 2%②。

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单纯依靠人口规模和应用场景的消费

互联网成长模式，向更为复杂、更需要创新投入的产业互联网发展。这种发展方向的 “绿灯”

的设置，同样也十分必要。

五、结 语

相较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标志之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然超越或“扬弃”西方资本主义，其发展过程不是彻底否定或抛弃资本，而是更加

合理有效地利用、引导、驾驭资本，使之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历

史地看，能否驾驭好资本，既要在微观层面上把资本逐利的贪婪性限制在法治的轨道内，又要在

宏观层面上把握作为整体的、阶级的资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在启动、推进和维系高质量经济活动，推动经济、社

会、政治良性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的、积极的作用。国家不仅是推动者和组织者，也是打破利益集

团阻碍、引导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的积极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对资本及其运行规

律的认识、把握、管控是一件虽任重道远但必须完善的任务。

( 杨虎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方敏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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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https: / /m. thepaper. cn /baijiahao_ 12413514。

参见闫德利: 《中美数字经济的差距》，https: / /mp. weixin. qq. com /s /07vZMTK66e2Q89JxOWOs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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